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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明的演变》和《悲剧和希望》两书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提出了一种以强调人、文化、环
境三要素之间的互动、以扩张工具的生成和机制化为核心的历史分析工具; 奎格利以此来解释文明的兴衰，并将其细

化为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普遍帝国、衰败和入侵等七个阶段。以奎格利对西方文明的有关论述为标本，本文力图勾

勒其文明史观的总体脉络，归纳其精髓，评论其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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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奎格利( 1910 ～ 1977) 系美国

知名历史学家，其代表作有《文明的演变:

历史分析导论》( 1961) 以及《悲剧和希望:

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史》( 1966 ) 。在哈佛

大学博士毕业后，奎格利先后任教于普林

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1941 年后转任于乔

治敦大学外事学院，直至 1976 年。他在乔

治敦大学所开设的文明史课程在大学生中

极具影响力，并连续四度荣获该校的杰出

教学奖;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受教

于他，并在两个学期的课程中都得到最高

的乙级学分。1992 年，克林顿在接受提名

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这样盛赞他的政治启

蒙者:

作为一名年青少年，我曾聆听约

翰·肯尼迪对公民身份的召唤。然后

作为乔治敦的一名学生，我曾聆听卡

罗尔·奎格利教授所澄清的这个呼

召; 他对我们说，美国是历史上最伟大

的民族，因为我们的人民总是相信两

件事情: 明天会比今天更好，而我们每

个 人 都 对 此 肩 负 个 人 的 道 德 责

任［1］( P222)。

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

对奎格利也有提及。［2］( P28) 然而对于这样一

位颇具影响力的文明史观论者，国内学界

鲜有论及。本文仅就其文明史观框架及其

对西方文明演变的论述予以简要的勾勒和

评论，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在奎格利看来，社会科学一般来说总

是关注人的集团而非单个的人。就历史研

究所关注的人类聚合体而言，可分为三个

基本层次: 其一是群体，“一个群体的基本

特点是其成员能说出谁在里面、谁不在里

面”［3］( P71)。其二是社会，“一个社会具有一

种文化，因其是一个统一体，而作为一个统

一体是因其成员之间具有比与局外人更多

的关系”［3］( P71) ; 而社会可细分为以渔猎为主

的“寄生性社会”以及基于游牧或农业的

“生产性社会”［3］( P76)。其三是历史研究的

重心、即作为人类聚合体最高形式的文明，

“文明是一个具有扩张工具的生产性社

会”［3］( P142)。
那么，什么是扩张工具? 奎格利认为，

这意味着藉此组织的社会能提供三种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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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一是能出现做事方式的创新; 二是产品

的非平均分配能导致剩余财富的积累; 三

是所积累剩余财富能用于做事方式的创新

激励。奎格利说: “这三者相加，就是我们

所说的扩张工具”［3］( P132)。
奎格利认为，任何文明都必须提供这

种包括方式创新、剩余积累和投资支持在

内的机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并不

是所有的社会都能将提供这种创新激励，

例如很多原始部落不能进入文明阶段的原

因就在这里，但公元前 2700 年以前的美索

不达米亚文明、1200 年以前的中华文明以

及大部分时间的西方文明却具有这种活力

机制。其次，剩余积累是文明的基本要素，

所以扩张工具从狭义而言“应称为剩余创

造工具”［3］( P137)。但这种积累不一定像后期

西方文明那样通过经济组织来实现，例如

在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以及古典文明中

分别是通过苏美尔教士的特权、国家所控

制的税收和供金以及古典奴隶制来完成

的。第三，一旦其中的任何一环发生问题，

文明扩张的速度就会明显下降，但“通常中

断的是第三个环节，即在剩余对新式做事

方式的支持方面”［3］( P138)。
奎格利认为，任何组织的发展都具有

开始时作为一种工具、却以演化为一种机

制而告终的倾向; 组织中的既得利益者逐

渐偏离最初的宏观目标，而将剩余积累工

具转化为满足自我利益的工具，因而“所有

的社会工具倾向于变成机制”［3］( P101)。一旦

某个文明将其扩张工具予以机制化，失去

变革动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与不满于扩张衰

减前景的大众之间就会出现矛盾，“文明的

紧张”时代随之而来; 换言之，大众已经有

了扩张预期，社会机制已经适应了扩张; 如

果扩张减速，文明就会面临两种对立力量

趋势的挤压，从而发生危机。这时会出现

三种反应，即改革、规避或反动: 改革是重

新安排扩张组织使之成为工具、而不再是

机制; 规避是发现新的扩张工具、特别是新

的剩余积累工具; 反动是既得利益集团成

功阻止改革或规避。如果这时不能通过改

革或规避的方式找到出路，文明的衰退就

会演变为长期性的痼疾。因此，文明的挑

战在于应对扩张工具机制化之后所带来的

各种后果。

在奎格利看来，扩张工具的机制化也

是我们理解文明兴衰的关键:“我们所描述

的这个过程———即一种扩张工具的机制

化———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明的兴衰。通

过仔细地检视这个过程，可将任何文明史

划分为连续性的阶段。”［3］( P145) 文明的历程

据此可分为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普遍帝

国、衰败和入侵等七个阶段。
第一，混合阶段。奎格利认为，任何社

会或文明都发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混合;

但在为数众多的文化混合当中，只有那些

在混合区域———一般在旧文明的边缘性地

理区域———产生一种新文化后的样本才值

得讨论。当这个社会以一种扩张工具组织

起来之后，它就进入了一个新文明的第一

阶段。
第二，孕育阶段。随着创新的出现，剩

余开始积累，而积累的财富被用于推广创

新; 扩张工具的应用导致了间歇性的文明

扩张。这就是文明的孕育阶段。
第三，扩张阶段。该阶段以产品增长、

人口增长、地理扩张和知识增长的出现为

标志。四种扩张形式之间互相提供刺激性

动力，带来科技进步和政治变迁，并使文明

分化出中心和边缘地区。
第四，冲突阶段。当扩张工具开始机

制化，文明的中心区域开始出现停滞和程

式化，但因地区性规避的结果，边缘地区仍

在扩张。当扩张工具在整个文明区域都开

始机制化时，就进入了冲突阶段; 其显性指

标是扩张趋势减弱、阶级矛盾增长、帝国战

争加剧和非理性增长。如果既得利益集团

创造出阶级压迫工具、帝国战争工具或非

理性工具并将其机制化，文明能够将其扩

张机制改造为扩张工具的前景就变得微乎

其微。
第五，普遍帝国阶段。作为冲突阶段

帝国战争的结果，文明中的政治单位数量

不断减少，最终只剩下一个完胜者，从而进

入了文明的所谓“黄金时代”。正如中心

地区在第三阶段率先进入第四阶段一样，

在普遍帝国阶段它比边缘地区更早地被文

明中的某个政治单位所征服，而次中心地

区则往往被更边缘的地区所征服。在诸如

埃及、克里特或俄罗斯等特殊文明中，文明

区域在早期阶段即为一个政治单位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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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但在扩张速度衰减、阶级冲突增长、创

新活动减弱和非理性增长等方面仍可发现

阶段变化的证据。
第六，衰败阶段。黄金时代的和平荣

景只是表象。因既得利益集团热衷于非生

产性支出，实际上缺乏真正的经济扩张，帝

国在过度成熟之后很快转向衰败。奎格利

说:“衰败阶段是一个经济严重萧条、生活

水准下降、各种利益集团内斗不断以及文

盲率增长的时代。”［3］( P159)

第七，入侵阶段。当其因不愿保卫自

身、从而不能保卫自身之时，衰败的文明就

为“野蛮的入侵者”打开方便之门。通常

来说，这些作为“局外人”的入侵者属于一

种更年轻、更强大的文明; 随之而来的是另

一种形式的文化混合，其结局是旧文明被

摧毁殆尽。
奎格利认为，由于人类具有自由意志，

文明阶段的演进并非总是符合线性规律。
一般来说，当文化混合引出文明的第一阶

段时，扩张工具的存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

第二、三、四阶段的产生。但如果在第四阶

段已经机制化的扩张工具得到改造或规

避，扩张将重新进行，文明将再次回到第三

阶段; 第四阶段因而是最复杂、最有趣、也

最具决定性的文明阶段，特别是在该阶段

早期，危机与希望俱在。尽管历史表明，文

明在达到第四阶段后无一不转向第五阶

段; 但从理论上来说，文明中的竞争实体之

间可陷入没有赢家的消耗战争，从而在没

有实现普遍帝国的情况下直接转入第六阶

段。同样，文明也可能长期停顿在第六阶

段，而迟迟不肯走向灭亡; 由于海洋和沙漠

的保护，埃及文明的衰败阶段持续了一千

多年之久。
奎格利认为，文明与外部社会之间的

关系是一个终极性的考虑因素。一般来

说，除非在早期或晚期，文明不会陷于来自

外部的危险之中。但在第六阶段，任何外

来社会都会对文明构成威胁。当冲突来自

另外一个文明时，胜利倾向于处于第三阶

段的文明，“但除非弱势文明处于第六阶

段，谁 都 不 至 于 走 向 毁 灭”［3］( P164)。例 如，

711 ～ 814 年间处于第二阶段的西方文明

能应付处于第三阶段的伊斯兰文明; 三百

年后，处于第三阶段的西方文明以十字军

东侵的方式回敬了处于第四阶段的伊斯兰

文明，但 也 无 力 摧 毁 之。但 到 了 1850 ～
1920 年间，处于第三阶段末期的西方文明

再次与处于第六阶段的伊斯兰文明相冲

突，结 果 以 其 普 遍 帝 国———奥 斯 曼 土 耳

其———的毁灭而告终。

二

奎格利主要列举了 16 个文明: 从新石

器园艺文化中产生了古埃及文明、美索不

达米亚文明、印地文明和华夏文明; 从古埃

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产生克里特文

明、赫梯文明和迦南文明; 从克里特文明产

生了古典文明，而后者又产生东正教文明、
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印地文明产生印

度文明; 华夏文明则产生了中华文明和日

本文明; 此外重要的还有中美洲文明和安

第斯文明［3］( P84)。当中最富有活力的无疑是

西方文明，其力量摧枯拉朽，所及之处几百

个非西方社会、乃至五、六个非西方文明都

灰飞烟灭。其力量源泉主要在于它的发展

并非是一个依次演进的简单弧线，而是构

成了三次相继性的扩张系列; 它在每次扩

张阶段后都进入了危机阶段，但每次都得

到规 避 或 改 革，然 后 重 新 进 入 第 三 阶

段［3］( P334，368)。
西方文明同样开始于一个文化混合阶

段( 300 ～ 700 ) 。这种混合肇始于 300 ～
700 年间因野蛮人入侵所导致的古典文明

灭亡。在野蛮人部落、罗马世界、萨拉逊人

( 古阿拉伯人) 世界以及犹太人世界之间

的相互碰撞中诞生了一种新社会。其中，

古典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于法律、政府、哲学

和科学; 闪米特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宗教和

道德; 野蛮人的影响主要涉及社会关系和

科技; 撒拉逊人的影响在于其古典文化的

中介作用及其他偶然性事物［3］( P348)。
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 700 ～ 970) 。在

700 ～ 970 年间，这个新社会因资本积累和

投资方式的变革而演变为一种新文明。这

些变革主要包括: 防御方面从步兵向骑兵

的转变、能源使用方面从人力( 奴隶制) 向

畜力的转变、农业技术方面从地中海式地

犁和两田轮作制向日耳曼式 8 牛联犁和三

田轮作制的转变、政治统治方面从集权式

国家向以私权为中心的分权式封建网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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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转变。在这种新体系中，得到装备和

战斗训练的少数男性从劳作的大众那里获

得收入和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均

衡的政治权力分配。只要交通不便和政治

混乱延续，孕育阶段将持续下去，因为剩余

财富无法得到积累并被引入扩张渠道。
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扩张( 970 ～ 1270) 。

10 世纪末期，这种局面得到改观，970 ～
1270 年间因而出现了西方文明的第一次

扩张。扩张工具即是那种农民大众支持骑

士和教士的封建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

剩余财富的积累刺激了对长距离奢侈品的

需求。12 世纪，商业的复兴导致一个脱离

于农业领域、居住在城镇而不是庄园的新

阶层产生，布鲁日、威尼斯和纽伦堡等地重

商云集，商业、中产阶级和城市生活的出现

标志着西方文明的一次社会革命。基督教

世界的扩张在马可·波罗时代达到顶峰。
西 方 文 明 的 第 一 次 冲 突 ( 1270 ～

1440) : 到阿奎那去世的 1274 年，“封建组

织、特别是封建领主已经机制化为一个没

有多少功能的过时结构，并且强烈抵制进

一步的变革、捍卫自己的社会地位”［3］( P361)。
13 世纪时自足性庄园经济开始向以商业

交换、分工和城镇为重心的新经济转变，社

会关系呈现一种以金钱衡量一切的倾向。
因骑士制度演化为皇室或公爵领地的雇佣

兵制度，封建贵族的权力开始受到来自皇

室官员、宗教领导人和富有资产者的挑战。
因不会书写和计算，收入下降的贵族只好

充当雇佣兵以寻求出路，这种需求构成了

13 世纪末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
在 14 世纪，商业活动和手工生产因行会和

市政的管制而机制化了，而城镇进入了以

保护消费者利益为主要目的、以“供应政

策”为主要内容的“市政重商主义”阶段，

即第一次机制化了的资本主义体系。劳工

短缺、贵金属减少和黑死病等因素加剧了

问题，阶级抗争和非理性异端盛行，“关于

14 世纪和 15 世纪初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历史记录相当丰富”［3］( P365)。
西 方 文 明 的 第 二 次 扩 张 ( 1420 ～

1650) 。作为对封建组织完全规避的结果，

从 1440 年起基于另一种扩张工具的新生

活开始呈现，“我们称这种新的扩张工具为

商业资本主义，它既是对封建主义的规避，

也可 被 看 成 是 对 中 世 纪 商 业 组 织 的 改

革。”［3］( P367) 与早期扩张的封建根源不同，这

次扩张需求来自日益壮大的君主和王子，

其性质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对于资本主

义，我们指的是‘一种以追逐建构在价格结

构内的利润为动机的经济体系’。”［3］( P368) 因

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加迪斯、
安特卫普和伦敦等城市崛起。文明的中心

位于北意大利、法兰西和低地国家、西德意

志以及英格兰。美洲金银的涌入所导致的

价格革命摧毁了依赖固定收入的旧贵族，

资产阶级崛起。这次包括生产扩大、人口

增长、对外殖民和科学革命在内的扩张阶

段持续到 17 世纪末，大体对应于文艺复兴

时期。
西方 文 明 的 第 二 次 冲 突 ( 1690 ～

1810) 。当商业资本主义这个扩张工具再

度机制化时，西方文明再次进入了冲突阶

段。与以市政管制为重点的市政重商主义

不同，国家重商主义以 18 世纪的君主干预

为特色，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商业集团在流

通领域的利益，并以“大宗产品政策”为施

政重点，重要的例子有英国的航海条例和

法国的科尔培主义。奎格利指出，将生产、
流通和消费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作为政策

主导，都是经济体系已经“机制化的一个明

确指标”［3］( P376)。1650 ～ 1750 年间人口增长

放缓，物价跌落，阶级冲突加剧，启蒙运动

前一度出现了非理性混乱; 从 1667 年开始

的路易十四战争是这阶段帝国主义战争的

前奏，而建立一个普遍帝国的拿破仑战争

则体现了本次冲突的高潮，直到 1815 年才

趋于缓和。
西方 文 明 的 第 三 次 扩 张 ( 1730 ～

1929) 。本次扩张包括 1730 年开始的农业

革命、1770 年开始的工业革命、1850 年开

始的金融资本主义以及 1900 年开始的垄

断资本主义，期间还穿插着 1750 年开始的

交通革命和 1780 年开始的人口革命。扩

张动力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其来源在于

对旧有机制的规避，特别是有限责任和控

股公司取代了早期的业主所有制或合伙

制，“这种变化导致 1850 年左右开始了金

融资本主义阶段，但它随着 1931 年 9 月左

右国际金本位制的瓦解而暴毙。”［3］( P393) 在

这个阶段，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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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征兵制取代了雇佣军，在此基础上的西

方扩张在 19 世纪达到全盛，分别体现在殖

民、生产、民主和科学等方面的巨大进展。
西 方 文 明 的 第 三 次 冲 突 ( 1900 ～

1945) 。1890 年左右西方文明已开始出现

第三次冲突的迹象，主要工业国家都发生

了扩张收缩。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所带

来的扩张还没有实现，而金融资本主义的

机制化已经带来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 由

于垄断资本主义以保护生产者的利益为导

向，这种保护行为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

同样扭曲了整个经济体系［3］( P376，411)。工商界

以卡特尔或商会的联合应对缩小的市场，

而农业与劳工寻求共同行动以提价或分割

利益，结果是阶级冲突日益扩大，暴力倾向

加剧。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于布尔战争和美

西战争，而非理性主义潮流在希特勒和墨

索里尼那里达到巅峰; 武器的精密化和指

挥系统的一体化使权力向寡头集中，民族

国家开始转向意识形态集团。

三

乔治敦大学外交史教授朱尔斯·戴维

德斯称赞奎格利“是一位有力的、生动的演

讲者，能够将理智的活力与广泛的知识相

结合，并对历史研究的分析方法给予重要

的强调。”［4］奎格利本人认为，历史研究必

须基于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意味着收集

证据、提出假设以及检验假设; 虽然在次序

上证据位列在前，但没有初步性的假设，将

难以确定哪些证据切题，而即使是最终性

的假设，也应该看成是尝试性的，因为科学

不会宣称已经找到终极真理。因此，那些

声称历史研究不需要分析工具的人无疑是

“天真的”，而《文明的演变》一书旨在验证

这种分析工具，“与其说它是一本历史书，

不如说是一种有助于历史理解的、确定分

析工具的尝试。”［3］( P23)

为了确定某种独特的历史分析工具，

奎格利设想了一个包含人、文化、环境三要

素互动的、宏大的理论框架。他认为人受

文化影响，环境影响人和文化，而文化必须

融入环境; 换言之，人处于中心，文化处于

中间，环境处于外围。由于人的需求可分

为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

和理智的层次，文化也相应地分成这六个

层面。因此，奎格利认为文明“生存于三维

空间、四维时间以及五维抽象之中”。［3］( P99)

对于环境即空间的重要性，奎格利以中心

与边缘的对比来说明区域发展不同步的原

因，而他对西方文明的摇篮即北纬 20 度到

东经 80 度之间所谓“西北扇形区”的分析

也予人以深刻印象。对于四维时间的重要

性，奎格利以扩张工具的生成、机制化和再

生过程来解释文明阶段的脉动性和波浪

性。对于所谓的“五维抽象”，奎格利关注

六个文化层面的交互影响，认为每个层面

之间在形态学上的紧张降至最低是最理想

的情况; 但某个层面的落后所构成的“文化

差距”将对文明发展施加阻力，“例如，政

治水平在形态学上跟不上，在经济或军事

层面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确保

某种数值的生产或保护”［3］( P121)。
但置于这种历史分析工具核心的仍然

是奎格利所说的“四维时间”方面所涉及

的扩张工具。奎格利认为扩张工具决定了

文明的产生、兴盛和衰亡; 因应需求的存在

而产生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工具”，但工

具倾向于成为满足自我目的的“机制”，机

制化又导致社会冲突、经济停滞和意志消

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扩张工具学说强

调剩余积累对文明孕育和扩张的重要性，

这种分析工具与重视资本积累的唯物史观

貌似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实则有别。这至

少可从两个方面得以说明。从出发点方面

来说，唯物史观的资本积累理论是为了说

明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和必然灭亡的历

史趋势，而扩张工具学说则是为了阐释文

明兴衰的根本性动力; 从适用范围来看，唯

物史观的资本积累理论试图揭示资本主义

社会中经济领域的一般规律，而扩张工具

学说则不一定局限于经济领域，也不局限

于资本主义社会，例如西方文明最初的剩

余积累发生在军事领域，当时也不是资本

主义社会。
奎格利在《文明的演变》中所提出的

理论颇具启发性，但所涉及的线索繁多，令

人目不暇接、乃至眼花缭乱; 在扩张工具动

力作用的基础上，奎格利竭力向人们展示

一种包含 ( 军事的和政治的) 权力、( 经济

的和社会的) 财富以及( 理智的和宗教的)

观念三维度在内的文明内在关系图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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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思路很容易在这个层次复杂、时段

也前后“波动”的理论迷宫中走失。他以

自己独特的文明史观来阐释现代西方文明

演变的鸿篇巨制———《悲剧与希望》———
已经比较实证，但仍以分析内容为主，而其

长达 1348 页的篇幅也相当考验读者的耐

心。
在这两本书中，奎格利都流露出自己

对西方文明所抱有的优越感; 例如他曾说:

“西方文明并没有从危机时代滑向普遍帝

国时代，而是得以改造自身，并进入一个新

的扩张阶段。这在西方文明中发生不止一

次，而是几次。正是这种改造或多次重组

的能力使得西方文明在 20 世纪初成为主

导性因素”［5］( P4)。尽管 1934 年之后西方文

明进入了“多元性经济”阶段，但他并非对

西方文明的未来完全自信; 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对民主所造成的侵蚀、精英组织“圆桌

集团”秘密操纵英美政治议程存在的可能

性———他认为证据确凿———都使他忧心忡

忡。在 1900 ～ 1945 年间的第三次冲突之

后，西方文明是否能发扬其优秀传统( 包括

投资创新和灵性发现) ，避免滑向普遍帝国

的泥潭，从而再度焕发青春，奎格利对此没

有任何把握。当历史的镜头转向今天，冷

战结束后延续 20 年之久的单边帝国时代

已走上末路，这是否意味着普遍帝国的最

后盛宴，斯人今若在，当有何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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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Carroll Quigley＇Viewpoints on Civilizations
GAO Chun － chang，CHEN Xin

(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of Ludong University，Yantai 264025，China)

Abstract: In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 and Tragedy and Hope，Carroll Quigley，a famous American his-
torian，finds a historical analytical tool which emphasizes the relations among man，culture and environment
but centered on instrument of expansion and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such terms，Quigley explain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ivilizations and refines the process into seven stages，i． e． mixture，gestation，expansion，

conflict，universal empire and invasion． Taking his analyses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an example，this arti-
cle tries to draw the outline of Quigley＇s quintessential viewpoints on civilizations and summarize his success
and failure．
Key words: Carroll Quigley; instrument of expansion;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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